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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
县级财政教育支出

———基于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估计

董俊燕,宗晓华

[摘 要]
 

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县级政府的教育供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教育财政

体制应如何调整适应,是当前县级教育财政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02—2013

年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了2004年和2009年河南省两

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

管县”财政改革显著降低了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份额。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以

县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县级财政对教育的负担一直比较重,“省直管县”财政

改革加大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增加了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但由于省级政府

管理幅度过大,县级政府受到的监控弱化。县级政府一旦掌握了财政自主权,更偏

好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基建类公共物品的提供,最终导致县级政府财政中用于教育的

比例显著下降。因此,这就要求上级部门逐步转向多元化的绿色GDP考核机制,保

障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县级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势必会促进“省直管县”改革的效果。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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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郡县治,天下安”。在我国,关乎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几乎全部由地方

政府提供。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服务的居民人口最多,承担的公共

支出最繁重。以教育财政支出为例,2009年,中央、省、地级市、县、乡五

级财 政 负 担 的 教 育 财 政 支 出 比 例 依 次 是 5.44%、14.25%、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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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1%、6.23%(见图1)。然而,县级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非常

低,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徘徊在10%-20%,但县级财政支出

占比则高居20%-40%。① 县级财政捉襟见肘,收支缺口巨大,严重影响了

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贾康和白景明,2002)。

 

图1 五级政府教育支出比例

注: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撰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2009)相关数据计算,该资料至

2016年仅公布到2009年的年度数据。

为了缓解县级财政困难,自21世纪以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

施,其中“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由于针对性强、改革波及面广而最为引人注目。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最初源于浙江和海南两省的实践探索,后因有效提升县

级财力而为其他省份所仿效,最终这一改革动向得到国家层面认可(杨志勇,

2009)。2009年财政部出台《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财预

[2009]78号),要求到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全面推进省

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主要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

施的“市管县”财政体制。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市管县”体制下市级政

府依靠上位的行政权力与所属县争夺经济资源、集中财力现象突出,“市卡

县”“市压县”“市刮县”问题严重,不仅没有实现城乡合治下以城带乡的体制初

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分税制改革之后的县乡财政困境,拉大了城乡

差距(孙学玉和伍开昌,2004)。“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图通过将“省—市—

县”三级财政体制缩减为“省—市”“省—县”两级并行体制,从而使县级财政直

接与省级对接,以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通过加大对县级转移支付,减少“财

① 根据以下两项资料计算得出:《1994年—2013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级次

情况》,《地方财政研究》,2015年第7期;《1994年—2013年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级次

情况》,《地方财政研究》
 

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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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漏斗”效应,保证县级财力与公共服务供给。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不仅调整了县级财政隶属关系,而且还改变了

县级财政的监管结构与竞争范围(刘尚希,2009)。“省管县”和“市管县”体制

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省级财政的管理幅度明显高于市级财政,而且省域范

围的县级竞争明显要高于市域范围的县级竞争。在基于政绩考核的官员晋升

锦标赛体制下,对于一个具有明显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县级政府而言(周黎安,

2007;傅勇,2010;郑磊,2010),以提高财力、扩大财政自主权为方向的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究竟能否有效地改善像教育、医疗这种民生福利类公共

服务的供给水平,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基于此,本文以开展了两次“省直管县”财政试点改革的辖县大省河南省

为案例,基于该省2002—2013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准实验设计中的双重差

分模型(DID),估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

并对改革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与未来的改革思路进行讨论。

二、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学对财政分权的理论分析可追溯到Tibout(1956)发表的《地方

支出纯理论》一文,其主要思想是居民通过“以脚投票”来实现个人偏好与地方

政府“税收—公共产品”组合的最优匹配,从而保证居民真实偏好的显示和公

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该思想经过多位学者的发展,最终由 Oates(1972)明确

概括为“分权定理”,即如果不考虑公共产品的区域外溢性,不考虑规模经济

效应,相较于中央政府提供均质公共产品来说,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更

有效率。“分权定理”有两个前提假设:一个是地方政府因为更接近民众而具

有“信息优势”,从而能够对本地公共产品需求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另一个

是居民能够通过“以手投票”和“以脚投票”机制迫使地方政府愿意对本地居民

作出负责任的反应。实际上,这两个前提假设即使在西方经济体中也很难满

足,Keen和
 

Marchand(1997)曾证明,在资本相对于劳动(本地居民)更具流

动性的地区间经济竞争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会偏向有利于资本的生产

建设性支出,而忽视有利于普通劳动者的民生福利性支出。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下(Xu,2011),“分权定理”赖

以成立的“以手投票”和“以脚投票”机制似乎都难以满足(王永钦等,2007)。

一些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在促进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对地方公共产品提供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投资周

期长、区域外溢性显著的教育服务更是如此(郑磊,2008;宗晓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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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视为是一种“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傅勇和张晏,2007)。

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来看,改革提高了县级财政自主权,

并通过财力初次分配时向县级倾斜和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了县级财政收

入,属于典型的分权取向改革。学界对该项改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改革的动

因、模式以及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方面,强调“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减少了地方

财政层级,提高了县级财政的地位,有效地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贾康和于长

革,2010;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毛捷和赵静,2012)。

近年来,关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于县域内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也逐

渐为学界所关注。其中关于改革对县级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研究,国家层面

和不同地区层面的结论并不一致。从国家层面来看,宗晓华和丁建福(2013)

使用1998—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以县为主”改革、“新机制”改革和“省

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城乡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

从全国范围来看,具有分权特征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差距。从针对具体省份的研究来看,Wang等(2011)利

用河南省县级数据,实证分析了2004年该省“强县扩权”改革对县级教育财政

支出的影响,发现改革对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比例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吴彦和张晓玲(2014)使用双重差分分析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对1998—2007年

间黑龙江和江西两个省内全部共144个县和县级市的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进行

测量,发现分权内容和试点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比重产生的影响不同:经济

强县获得更多经济管理决策权后,会显著压缩地方一般预算中教育支出的比

重;经济弱县获得更多财政管理自主权后,可能提高地方教育支出的比重或

减缓下降的速度。

由此可见,虽然从理论上以及全国范围来看,“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可能

对教育财政支出产生正面影响,但是由于各地区在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改革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条件、制度环境还是政策内容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具体效果还需要具体和深入的分析。而且,以往研究使用的数据基本上停留

在2007年之前,2007年以来无论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还是基础教育

财政体制改革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亟待有更新的数据来检验改革的效果。此

外,从改革的具体内容来看,现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可以分为行政管理

型、全面管理型、补助管理型和省市共管型四种。本研究所选取的河南省两

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试点改革,都属于补助管理型,即转移支付、专款分

配、资金调度等补助资金实行省直管县,市县财政体制仍由市级财政确定。

这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

证分析。



42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2021年

三、河南“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历程和主要内容

河南省有18个省辖市(地级市17个、省直管市1个)、50个市辖区、20
个县级市、88个县,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河

南省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验,结合本省具体情况,积极深入探索“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在“留利于县”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省级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的试点工作。

(一)2004年“强县扩权”中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

为了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突破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2004
年3月,在河南省首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工作会上,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

克强对县域经济做出了定位: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心城市带动是实现中原崛起的柱石,县域经济发展是实

现中原崛起的基石。2004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豫发[2004]7号),重点是扩大县(市)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根据这个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同年颁布了《关于扩大

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见》(豫政[2004]32号),决定扩大巩义市、项城市、

永城市、固始县、邓州市等35个县(市)的管理权限。其中,对巩义市、项城

市、永城市、固始县、邓州市等5个区位优势明显、有望培育成未来地区性

中心城市的县(市),赋予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

“强县扩权”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壮大县域经济总体实力、谋划中原崛起的一

项“重要决策”。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强县扩权”改革中,有5个县(市)进行

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

因此,本文第一阶段的计量分析选取2002—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2004
年为时间节点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其中,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为2004年

实行财政上“省直管县”的5个县(市),控制组(control
 

group)为没有参与改革的

县(市),2007年才开始实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的中牟县不进入分析。

(二)2009年新增“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

200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省与市县财政体制的通知》中第二条第

八项规定:“扩大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范围。增加兰考、宜阳、郏县、滑县、封

丘、温县、范县、鄢陵、卢氏、唐河、夏邑、潢川、郸城、新蔡、正阳等15
个县为省直管县。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

见》(豫政〔2004〕32号),赋予省直管县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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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权限,省财政在体制补助、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

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省直管县。”

第二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新增了15个县,加上第一次试点的

5个县(市),河南省共有20个县(市)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

鉴于此,本文第二阶段的计量分析选取2006—2013年县级数据,以

2009年为时间节点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其中,处理组仅包括2009年新增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的15个县,控制组包括2006—2013年期间一直没

有参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县(市)。对于2004年参与改革的5个县(市)和

2007年新进入的中牟县,均不进入第二阶段的计量分析。

表1 河南省两次改革试点范围与主要内容

试点县

数量
改革县(市)名单

改革主要

内容

2004年

改革

30

新密市、新郑市、登封市、荥阳市、偃师市、沁阳

市、义马市、灵宝市、长葛市、禹州市、林州市、
新安县、新乡县、渑池县、安阳县、孟州市、伊川

县、博爱县、辉县市、舞钢市、鹿邑县、淅川县、
汝州 市、淇 县、长 垣 县、临 颍 县、尉 氏 县、濮 阳

县、潢川县、西平县

“强 县 扩 权”改
革试点

5 巩义市、项城市、永城市、固始县、邓州市
“省 直 管 县”财
政改革试点

2009年

改革
15

兰考县、宜阳县、郏县、滑县、封丘县、温县、范

县、鄢陵县、卢氏县、唐河县、夏邑县、潢川县、
郸城县、新蔡县、正阳县

“省 直 管 县”财
政改革试点

 

(三)“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省财政厅对直管县的管理方式是计划单列,省直管县仍是省辖市

的组成部分,仍隶属于省辖市,并非完全独立于省辖市,两者不是平行的关

系,而是包含关系。这符合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律体制,与前两者

适应匹配。直管县经济权限较之“市管县”有所扩大,主要体现在:财政体制

由省财政直接核定、财政结算与省财政直接办理。即直管县执行省财政厅规

定的财政体制,不再受原市级财政规定管辖。

第二,在收入划分方面,除应上缴中央和省级的收入外,其他留存收入

全部划归县财政。从“省直管县”改革执行日起,省辖市本级不再分享省直管

县区的财政收入,也不得集中省直管县的收入增量(永城与商丘收入划分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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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特别处理,在永城境内的神火集团、永煤集团、裕东电厂的企业所

得税、教育费附加、增值税、营业税和股息分红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共五个税

种在商丘市和永城之间按确定比例分成)。同时,为了确保省辖市本级的既得

利益,省辖市本级原分享的收入和集中的收入增量,由省辖市本级和直管县

商定市级收入基数和分成基数,通过省财政予以划转。

三、计量模型和描述性统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1.模型设定

自从 Ashenfelter和 Card(1984)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双重 差 分 方 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得以广泛应用。其主要思路是将受到政策影

响的地区设定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而将没有受到影响的地区设定为

控制组(control
 

group),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就可以发现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的数据是根据2002—2013年间《河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地市县财

政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数据整理而得。具体包括河南各试点直管县的人均收

入、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①、各县劳动从业人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

镇化率、人口密度、第一第二产业结构比例等。河南全省共辖108个县及县

级市,我们把其中20个改革试点县作为处理组,其余县作为控制组。其中,

人均GDP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均按照2010年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省直管县”改革对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衡量结果变

量———教育支出水平的指标为: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比例。河南省的“省直管

县”改革分两次走,第一次始于2004年,改革组包括5个县级市;第二次改

革始于2009年,改革组包括15个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2年到2013年,

由于改革并没有覆盖所有县,这样就有了改革县和未改革县前后的数据。

为了评估改革实施的效果,DID方法把改革看作是一场“准实验”(quasi-

experiment),比较受改革影响的县(处理组)与未受改革影响的县(控制组)的

结果差异。DID模型为:

EXPit=α0+γ·REFORMi+λ·POSTt+

δ·REFORMi×POSTt+β·Xit+εit (1)

其中因变量EXP 为第t期第i县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比例;REFORM

① 本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能更好的衡量县级政府财政承载能力,但县级财政本级

收入和本级财政支出数据不可得,本文使用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数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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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革虚拟变量,参与改革的县赋值为1,未参与改革的县赋值为0;POST
是时间虚拟变量,2004—2008年和2010—2013年分别赋值为1,2002—2003
年和2006—2009年分别赋值为0;REFORM×POST

 

是改革虚拟变量与时

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X 为其他影响教育支出占比的变量,包括人口、经

济、财政等方面的因素。δ
 

衡量了改革的效果,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为了控制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我们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年份固定效

应,则变量POST 因为完全共线性而消失。模型为:

EXPit=α0+γ·REFORMi+δ·REFORMi×POSTt+β·Xit+φt+εit

(2)

式(2)中,φt 为年份固定效应,此时δ
 

仍然衡量了改革的效果。

进一步,为了估计改革实施后不同年份的政策效应,我们估计了改革的

年份效应。具体而言,生成了五个虚拟时间变量,分别为year0、year1、

year2、year3和year4。在2004年改革中,year0、year1、year2、year3
和year4分别表示改革的年份(2004年)和改革后的第一年(2005年)、第二年

(2006年)、第三年(2007年)、第四年(2008年);在2009年改革中,则分别

表示改革的年份(2009年)和改革后的第一年(2010年)、第二年(2011年)、

第三年(2012年)、第四年(2013年)。则估计改革的年份效应的DID模型为:

EXPit=α0+γ·REFORMi+δ0·REFORMi×year0t+δ1·REFORMi×year1t
+δ2·REFORMi×year2t+δ3·REFORMi×year3t+δ4·REFORMi×year4t

+β·Xit+φt+εit (3)

式(3)中,δ0、δ1、δ2、δ3、δ4 分别衡量了改革当年和改革后第一年、第

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的政策效应。

2.模型的有效性问题

使用准实验方法评估政策效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样本选择的随机性问题,

随机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组是否是随机分配的,否则双重差分估计会存在

偏误。对“处理组”的理解是:如果处理组没有发生“处理”,则处理组变量在

时间变化趋势上应该与控制组相似或者没有显著差异。具体到本项研究,河

南省的改革分为两次,第一次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市,第二次改革则全部是

普通县,因此处理组包含了县和县级市的数据。虽然改革县的选择不是随机

的,而是按照一定的个体特征选定的,不过由于河南省的改革不是一次完成

的,分析两次改革的效果可以增强研究的稳健性。与随机性相关的另一个问

题是改革组和控制组在改革前可能就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因此,我们加入

其他控制变量(人口、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以消除非随机因素带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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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文中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通过108个县在2002—2013年

间的1296个观测值,我们发现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比例均值为24.34%,代

表财政能力的财政自给率①的均值为34.79%。

表3详细报告了2002—2008年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比例,包括所有样本

县,以及“省直管县”的处理组和控制组。2002—2008年间,所有样本县的教育

支出占比均值为24.62%,控制组的教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4.54%,处理组教育

支出占比均值为26.27%,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来说,教育支出比例略高。

对于2004年的改革,处理组改革前的教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7.11%,控

制组改革前教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6.57%,均值差分为0.54%;改革后处理

组教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9.54%,控制组教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3.72%,均值

差分为2.22%。粗略来看,在改革前,处理组的教育支出比例就高于控制

组;在改革后,处理组的教育支出比例仍然高于控制组,而且差异扩大了。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2—2013年)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教育支出占比(%) 24.34 5.32 1296

财政自给率(%) 34.79 17.86 1296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53.75 14.45 1296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24.03 12.0 1296

人均GDP(元) 17934.8 13854.56 129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4772.04 2100.39 1296

学生人口占比②(%) 17.61 3.51 1296

表3 2004年改革前后教育支出占比(%)(2002—2008年)

平均

(2002—2008)
改革前

(2002—2003)
改革后

(2004—2008)

所有样本县
教育支出占比

24.62
(5.83)

26.59
(5.65)

23.83
(5.71)

样本量 749 214 535

①

②

财政自给率计算公式为:县级财政收入/县级财政支出×100%。
学生人口占比公式为:(小学人口总数+初中人口总数)/县人口总数×100%。



第1期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教育支出 47   

续表

平均

(2002—2008)
改革前

(2002—2003)
改革后

(2004—2008)

控制组
教育支出占比

24.54
(5.81)

26.57
(5.62)

23.72
(5.68)

样本量 714 204 510

处理组
教育支出占比

26.27
(6.18)

27.11
(6.65)

25.94
(6.09)

样本量 35 10 25

处理组与控制

组差分
0.54 2.22

  注:改革前的时间跨度为2002—2003年两年,改革后的时间跨度为2004—2008年五

年;括号内为标准差;样本县为107个(不含2007年参与财政上“省直管县”改革的中牟

县),处理组5个县级市分别是巩义市、项城市、永城市、固始县和邓州市,其余县为控

制组。

表4详细报告了2006—2013年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对于2009
年的改革,处理组改革前的教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5.79%,控制组改革前教

育支出占比均值为23.78%,均值差分为2.01%;改革后处理组教育支出占

比均值为24.56%,控制组教育支出占比均值降到23.90%,均值差分为

0.66%。粗略来看,在改革前,处理组的教育支出比例高于控制组;在改革

后,处理组的教育支出比例仍然高于控制组,但差异缩小了。

2004年改革的对象为5个县级市,2009改革的15个县均为一般县。根

据描述性统计结果,两次改革结果的差异表现为,“省直管县”改革增加了县

级市的教育支出,减少了一般县的教育支出。
表4 2009年改革前后教育支出占比(%)(2006—2013年)

平均

(2006—2013)
改革前

(2006—2008)
改革后

(2009—2013)

所有样本县
教育支出占比

24.03
(4.98)

24.08
(5.62)

23.99
(4.55)

样本量 816 306 510

控制组
教育支出占比

23.85
(5.03)

23.78
(5.72)

23.90
(4.57)

样本量 696 261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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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平均

(2006—2013)
改革前

(2006—2008)
改革后

(2009—2013)

处理组
教育支出占比

25.02
(4.60)

25.79
(4.87)

24.56
(4.40)

样本量 120 45 75

处理组与控制

组差分
2.01 0.66

  注:改革前的时间跨度为2006—2008年三年,改革后的时间跨度为2009—2013年五

年;括号内为标准差;样本县为102个(不含2004年参与财政上“省直管县”改革的巩义

市、项城市、永城市、固始县和邓州市和2007年参与改革的中牟县),处理组的15个县

分别是兰考、宜阳、郏县、滑县、封丘、温县、范县、鄢陵、卢氏、唐河、夏邑、潢川、

郸城、新蔡、正阳,其余县为控制组。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5所示为基于式(2)得到的DID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县级财政支

出用于教育的比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省直管县”改革降低了县级教育支出的比例。2004年改革对县级

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2009年改革对县级教育支出比例的

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从

分权的角度来看,Li和Zhou(2005)发现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利用政治集

权的优势为地方政府建立了关键的激励机制,即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

绩考核机制和基于政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但教育支出带有一定的时滞性,外

部性又很强。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积极性并不大,尤其对于县级政

府来说,长期以来,存在着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问题,“省直管县”改革给予

了县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县财政可能会更重视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公共品,而

轻视教育等福利性的公共服务,因此,对教育支出比例呈现出负向的影响。

表5 “省直管县”改革对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

2004年改革 2009年改革

2004年改革后 -3.768*** -4.006***

(0.402) (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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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04年改革 2009年改革

2004年后×改革组 -0.269 -0.396

(0.280) (0.275)

2009年改革后 -2.584*** -2.960***

(-0.378) (0.363)

2009年后×改革组 -1.590*** -1.142**

(0.556) (0.545)

县级财政自给率 -0.030* -0.002 -0.018 -0.012

(0.018) (0.017) (0.018) (0.018)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0.007 -0.024

(0.019) (0.023)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0.086** -0.046

(0.037) (0.055)

人均GDP 1.807*** 5.021***

(0.547) (0.66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092*** 7.829***

(0.885) (0.776)

学生人口占比 -0.028 0.010 -0.110** -0.110**

(0.111) (0.108) (0.049) (0.048)

年份固定效应 √ √ √ √

R-squared 0.202 0.227 0.123 0.163

样本县数量 107 107 102 102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误;2004年改革数据的时间跨度

为2002—2008年,2009年改革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6—2013年。

结果显示2004年改革的影响不显著。我们发现,在2004年实施改革的

5个县中,有4个是县级市,一般来说,县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优于普通

县,也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推断,“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并没有

很大程度上影响县级市教育的支出,因为他们不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

付,财政自给能力更强。通过改革组2002—2008年财政自给度的比较发现,

县级市财政自给度明显更高(见图2)。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结构显著影响县级教育支出比例。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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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对县级教育支

出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说明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县级政府会更加重视教育支出。

从经济发展结构来看,在第一次改革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与教育

支出比例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2004年改革组的农业产业占整个经济结构

的比例为20%左右,2009年改革组的比例约为30%。因此,对于处于劳务

输出大省和农业经济大省的河南来说,农业产业的发展将促进县级市农村居

民收入的增加,同时提高县级市的教育支出比例。

图2 改革组的财政自给率(2002—2008年)

第三,学生规模在第二次改革中对政府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显著。表5
显示,在第二次改革中,学生数占总人口的份额对政府教育支出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这说明对于普通县级政府来说,教育支出比例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

而减少,或者说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学生的增长速度。

第四,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对政府教育支出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

了进一步分析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效应,我们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了验证(见表6),结果发现县级财政自给率显著促进了县级教育支

出比重。与上文“省直管县”改革对教育支出的影响相互印证,我们推断,通

过“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县级政府获得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额外转移支付,经

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县更愿意在教育方面支出更多的资金。但是那些高度依

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县,财政自主性有限,因此对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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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县级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因素:固定效应模型(2002—2013年)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教育支出比例

财政自给率 0.045*** 0.052***

(0.013) (0.012)

学生人口占比 -0.086* -0.046

(0.045) (0.044)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0.010

(0.015)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0.149***

(0.029)

人均GDP -0.962***

(0.280)

农村人均纯收入 0.983**

(0.385)

常数项 33.99*** 11.52***

(3.567) (4.117)

R-squared 0.035 0.043

样本县数量 108 108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改革的年份效应

我们进一步基于式(3),对改革的年份效应进行了估计(见表7)。结果显

示两次改革的结果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在2004年的改革中,除了在改革后第

三年对教育支出比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年份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

2009年改革中,除了改革后的第四年,总体来看改革对教育支出比例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众所周知,县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普通县,可以解释为普

通县与县级市相比财政困难度更大,主要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县级政府

一旦获得更大的财政自主权,首要任务是改善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发展

地方经济,而不是投资于教育。
表7 “省直管县”对教育支出比例影响的年份效应

2004年改革 2009年改革

year0×改革组 2.416 -1.494*

(1.601)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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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04年改革 2009年改革

year1×改革组 1.109 -2.319***

(1.598) (0.841)

year2×改革组 0.242 -2.015**

(1.602) (0.840)

year3×改革组 2.815* -2.307**

(1.601) (0.842)

year4×改革组 2.217 0.134

(1.601) (0.847)

年份固定效应 √ √

R-squared 0.203 0.132

样本县数量 106 102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改革组

虚拟变量、财政自给率、学生人口占比、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人均GDP。

五、结论

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县级政府的教育供给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教育财政体制和管理体制应如何调整适应,成为当前县级教育

财政供给的一大问题。本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评估财政体制改

革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分别对2004年和2009年河南省的两次“省直管县”改

革的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显著降低了财政支出用于

教育的份额,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县级政府教

育支出比例,学生规模则对教育支出有负面影响。

由于“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县级财政对教育的负担一直比较

重,田志磊(2012)利用2007年全国县级数据发现,县级政府承担了90%左

右的义务教育经费。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部省份来说,“省直管县”改

革加大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增多,因此,县级政

府财政中用于教育的比例显著下降。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结论,以农业为主

的县级政府一旦掌握了财政自主权,更偏好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基建类的公共

物品的提供,而不是基础教育等福利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李一花等(2014)利

用湖北省2000—2006年的县级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县级财政支出中各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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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竞争的空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后县级政府可支

配的财政资源明显增多,但并未改变政府长期“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民生”

的支出导向。贾俊雪和宁静(2015)利用2002—2007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及

DID-PSM方法,得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强化了县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导

向的支出行为偏差。吕凯波(2014)利用2002—2010年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得

出县域经济增长导向下的“省直管县”分权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公共教育的供

给的结论,吴木銮和王闻(2011)以及刘佳等(2012)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

论。因此,需要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倒逼县级政府重视教育支出,2015年中央

出台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

中明确指出“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

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说明中央政府由采取锦标赛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官

员追求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多元化的绿色GDP考核机制,保障了“省直管县”改

革后县级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势必会促进“省直管县”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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